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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后续多项司法解释确立了环境领域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此项制度目前仍不完善，制度实践与制度应然状态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梳理已有案例可以发现，相较于环

境侵权诉讼中，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在公益诉讼中作为诉讼请求的胜诉率远远高于私益诉讼中，在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则有重复处罚支倾向。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惩罚性赔偿在不同诉讼中的适用标准不
同，深层下有传统民法思维与政策价值导向的影响。目前环境民事侵权诉讼迫切地需要应用惩罚性赔偿发

挥弥补、惩罚等效用，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由于其他公法制度的高度相似性、制度衔接问题等，多数情

况下并不需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坚持审慎原则严格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实施细则尚不完善之时，应

当转变传统思维、创新实施方式、进行能动探索，加快推动建设生态文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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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 number of subsequent judicial interpr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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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have established a puni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field. This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 at present, an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ystem practice and the system should be. By combing through 
the existing cases, it can b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the victory rate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a litigation 
claim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re 
is a tendency of repeated punishment i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ttached to criminal pro-
ceedings. On the surface, the application standards of punitive damages in different lawsuits are 
different, which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ivil law thinking and policy value orientation. 
At present, it is urgent to apply punitive damages to make up for and punish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However,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unitive damages do not need 
to be applied in most cases due to the high similarity and system cohesion of other public law sys-
tem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udence and strictly apply punitive damages in ac-
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when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are not perfect, we should change tra-
ditional thinking, innovate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carry out active exploration, and accele-
rate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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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项兼具公法与私法特性的制度，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

项创新举措。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首次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作为法律认可的制度进行了

明文规定 1；与此相呼应的是，2021 年 7 月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亦对此制度持支

持态度，规定检察院对于特定损害环境的被告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2。此一项制度提出之后，

在法律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引起了广泛讨论，法律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制度衔接、实践标准等

的规定尚不明确，实践中仍以指导性的规则原则为基础进行司法裁判，更多依赖于法官的司法经验和探

索。然而由于环境损害的复杂性、潜伏性、外溢性等特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涉及的问题比其他领域

损害性赔偿要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2022 年 1 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

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进行了进一步规定，明确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原则、举证责任、认

定标准等，对于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释明。学界多在理论层面从法条规定出发，讨论惩

罚性赔偿的适用及制度衔接，然而惩罚性赔偿已事实上适用于环境侵权案件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因此有必要从司法实践出发讨论现实中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应用情况，对比此制度在不同诉讼中的适

用差异，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应然状态、适用规则及规制方式、探索制度边界，以期发挥此项制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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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

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2《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针对不同领域案件，还可以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 破坏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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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态、预防损害的真正功能和目的，形成内部协调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2.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概况 

2.1.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定位 

惩罚性赔偿制度最初由美国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而确立，是为了利用私法来实现惩罚、威慑等公法功

能[1]。这一制度是在弥补损失的基础上，额外给予权利受侵害人一定的赔偿以加大违法人的违法成本，

从而预防和惩罚特定违法行为。我国也在产品责任、知识产权等领域引入了这一制度。但是惩罚性赔偿

是否能够应用于环境损害，曾经引起了极大争议。在我国确立环境领域损害性赔偿制度之前，未有其他

国家在环境领域实施这一制度，仅法国民法第 1246 条要求对于纯粹环境损害给予赔偿，带有一定惩罚性

的色彩[2]。法国“生态损害”第一案的 Erika 案中，法院判决赔偿鸟类保护组织在灾难中遭受的精神损

害十万欧元，学者认为这一赔偿具备惩罚性质[3]。但是不同于我国环境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法国规定

的环境损害责任属于过错责任，显然较我国更为宽松。我国在本就严格的无过错环境责任中适用惩罚性

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过于激进之嫌，但也显示出我国对于治理环境污染、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和

行动力度。 
环境损害包括公共利益损害和私人利益损害两方面，更进一步来说即人身、财产损害及生态环境损

害[4]。环境损害责任救济方式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等方式，其中涉及金钱救济的包括刑事的罚金、行

政罚款以及民事的弥补损失和惩罚性赔偿等。3《民法典》第 1232 条规定的环境侵权纠纷中，“被侵权

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此法条暗示了环境损害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相关案由包括环境

民事侵权诉讼、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但是由于此处“被侵权人”未

明确指出是否包括公权力机关，由此学界进行了广泛讨论。《民法典》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一章的开头便规定对于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他人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惩罚性赔偿

的规定在此条之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加限定适用条件，要求环境损害侵权人满足违反“法律规定、

故意、造成严重后果”三项要件。分析法条位置及内容，可以看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属于一般环境侵权

责任的一项特殊规定，其适用应当遵循《民法典》对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在符合补偿性赔偿的弥补

损失之目的上进一步增加惩罚之目的。 

2.2.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目的是在综合考虑行政监管成本、意愿、能力等情况后，为有效遏

制特定具有隐蔽性与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而激励社会成员自发进行监督、维权等。因而这一制度超出了

传统民法弥补损失的界限，自身带有经济激励、惩罚与预防违法行为等优势，却也导致诸如职业打假等

社会现象的出现。然而，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与一般惩罚性赔偿有不同之处。一般的惩罚性赔偿由

于由私人主张、赔偿由私人所得，虽然其实质上与罚金、罚款性质类似但并不相同，不涉及重复处罚。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则由公权力机关主张，赔偿所得一般归于公共管理部门用于环境治理。因此，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激励功能较弱，更突出了环境治理这一公益功能[5]。此外，由于环境损害的

隐蔽性等特点，以及对于违法者来说往往治理成本大于违法成本，引入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重要

功能也是为了增加违法成本，以有效预防犯罪。由于法律未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及上下

 

 

3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102 条：“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民法典》第 1229 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

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刑法》第 338 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

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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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司法实践中倍数有个案差异性，最高一般为生态环境损害的三倍，且惩罚性赔偿往往与生态修护

费、损害赔偿费、评估鉴定费等可以计算的损失与修复成本同时适用。因此在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惩

罚性赔偿是在满足了弥补直接损失的基础上科以的额外惩罚。环境损害除了直接损害，往往还有间接损

害或长期损害，这种损害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计算。因此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亦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

隐形损害。 

2.3.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应然状态 

当前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呈现二元化的结构，在私法领域，平等主体之间以弥补损失为目的承担补

偿性的法律责任；在公法领域，公权力机关以惩罚和预防等为目的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和刑事惩罚[6]。
惩罚性赔偿则兼具公法惩罚与私法弥补的特性，通过赔偿受害人的方式实现惩罚之功能[7]。但归根结底，

惩罚性赔偿仍是一种赔偿，本质是侵犯合法权益的一方对于受到侵害的一方进行的赔付，其基础依附于

民事侵权。在司法实践中，亦将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认定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组成部分，属于

同种诉讼请求 4。在传统民事侵权责任承担中，侵权方的赔偿以弥补损失为限度；而在惩罚性赔偿中，侵

权方在弥补直接损失的基础上，额外付出一定金钱代价作为惩罚，同时也可填补被侵权人“可见损害背

后的无形损害”[8]。可见，惩罚性赔偿以侵权责任赔偿为基础[9]，司法实践中已有多项案例以环境侵权

因果关系不能证明为由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5。惩罚性赔偿在环境侵权纠纷中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来

自于环境损害极大的危害性，因而不得不借用其“强化损害赔偿、激励受害人依法保护权利”[10]的重要

功能来维护环境利益。由于惩罚性赔偿数额超出弥补直接损失的范围，其适用正当性必须来自目的正当

性和法律正当性，即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依照法律明文规定，同时其数额必须能够具备弥补损失和合理

惩罚之功能，既不能过分超出合理惩罚之限度，也不能过低从而失去威慑侵权人和预防侵权的功能，更

不能以传统民法思维处理一切环境侵权纠纷，仅要求侵权人以弥补损失为界限进行赔偿，却忽视惩罚性

这一重要功能和目的。 

2.4.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与其他制度的衔接 

为保护生态环境适用惩罚性赔偿无可厚非，但是应严格遵循法律规定进行适用，特别是要避免重复

处罚、处理好制度衔接问题。惩罚性赔偿作为带有公法功能的私法制度，与公法中的罚款等财产处罚具

有高度相似性。以行政罚款为例，在目的和功能上，行政罚款与惩罚性赔偿最终目的都是维护公共利益

和社会秩序，对于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做出制裁；同时，二者提高了行为人的违法成本，避免行为

人因为守法成本大于违法成本而肆意污染环境，因而都具有预防违法行为的目的及功能。在资金去向上，

两种处罚所得资金往往收归国有，用于弥补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丧失受到的损失、修复生态所支出的费用、

保护环境宣传等。在构成要件上，惩罚性赔偿在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进一步增加“行为违反法律规

定、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而行政处罚是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且

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进行的惩戒 6。对比可见，惩罚性赔偿与行政处罚在构成要件上高度相似，甚至可以

被视为一种适用更为严格的行政处罚[11]。因此，惩罚性赔偿与行政罚款因高度相似性可以互相代替和弥

补。无论最终如何处理惩罚性赔偿与其他公法罚款的关系，都应避免重复性处罚。对于这一点，司法解

释已规定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可以考虑已被公权力机关给予罚款或罚金的情况 7，从一定程度上证明

 

 

4参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18 民终 3159 号。 
5参见河北省保定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冀 06 民终 206 号、(2022)冀 06 民终 208 号。 
6《行政处罚法》第 2 条：“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

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第 33 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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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类处罚的同质性。可以看出，在已有罚金或罚款的情况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适用的

必要性大大降低了。 

3. 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应用及问题 

3.1. 制度适用泛化 

惩罚性制度是否适用于公益诉讼原本尚不明确，但是《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8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实质上规定为包括环境侵权、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内的多种环境纠纷案由。司法实践中亦是如此应

用的。在“裁判文书网”及“北大法宝”案例检索中以“惩罚性赔偿”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发现自 2021
年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被法律明文规定后，已公开的案例中诉讼当事人提出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共 38 例，

其中环境民事侵权诉讼 8 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15 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5 例。可以看

出惩罚性赔偿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比侵权诉讼中的适用甚至更多。 
公益诉讼中应用惩罚性赔偿具有天然的便利性。诚然，环境损害并不一定指向具体的私益损害，甚

至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只存在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而没有直接可归属于具体的人的损害”[12]，这或

许是惩罚性赔偿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出现较少的直接原因，而这也意味着惩罚性赔偿一旦能够适用于公益

诉讼，势必将更频繁地出现。公权力机关维护公共利益，是环境损害的间接利害关系方[13]，惩罚性赔偿

也由此承担了一定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作为《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特别规定，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本

应是在弥补被侵权人损失的基础上加大侵权人侵权成本，以期达到预防、惩罚、补偿等法律效果，其他

如产品责任、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纠纷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亦是如此。侵权责任的承担关注弥补私益

之损失，惩罚性赔偿作为特殊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虽然承担了一定公法中特殊的惩罚功能，但不应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完全的惩罚武器，否则将与《民法典》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初衷有所差异。由于环

境损害的特殊性，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无可厚非，但其适用应当较环境侵权诉讼中更加

审慎和节制。 

3.2. 司法实践与制度目的相偏离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被侵权人及损害结果往往已确定，在计算赔偿时实践中多以实际损失为限而忽

视预期损失、未来损失 8，这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一贯的损失计算方式不同。对于被侵权人人身、财产

的预期损失显然也是应当弥补的损失，理应包括在“惩罚性”的赔偿范围之内。在环境侵权诉讼适用惩

罚性赔偿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同时，给予被侵权人一定程度的经济激励，激发私主体的主动性，可以弥

补公权力机关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时的疏漏和懈怠。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司法实践往往涉及对于保护公共利益、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下泛化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在浮梁县检察院诉浙江海蓝公司案判决中，法院便

使用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

密的法治来保护”等表述进行说理 9，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优位倾向[2]，但却偏离了

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和威慑之目的，容易产生重复惩罚及过度使用之倾向。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已

经被行政机关给予罚款或者被人民法院判处罚金，侵权人主张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在确定惩罚性赔偿

金数额时可以综合考虑。” 
8(2021)粤 18 民终 3159 号中，法院仅判赔原告实际损失“医疗费 61160.04 元、护理费 31301.35 元、交通费 3000 元、住院伙食补

助费 1320 元、住宿费 500 元、精神损失费 10,000 元，共计 107281.39 元”。(2022)桂 1027 民初 584 号中，法院认为“原告所列举

的损失数额其实就是原告在河道生态养殖项目的投资，并不是实际损失”；同时认为，由于生态养殖“自然损失率比较大，故不

能以投入的资金作为损失数额”，因而仅以判决书原告实际损失为限判赔。 
9参见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2020)赣 0222 民初 7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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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公益私益诉讼中适用的倾向性 

惩罚性赔偿作为诉讼请求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胜诉率较环境侵权诉讼中要高得多。进一步统计

案例可发现，8 例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原告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都没有被法院支持；而已公开的 15
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院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都得到了法院支持。这一现象似乎

是法律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定尚不明确时的必然结果。环境侵权诉讼中，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理由

各异，包括溯及力、因果关系不能证明、未造成严重后果等原因；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支持惩罚性赔

偿的理由则非常直接，归根结底即为损害了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张从丽、张树清环境污染责任

纠纷一案中，被告公司的污染物于 2018 年渗透入环境中造成污染，导致 2019 年原告种植药材受损，

法院在认定时效时引用法律解释 10 并以行为实施时间作为危害行为的时间，因而认定惩罚性赔偿不具

有溯及力不应适用于本案 11。然而在浮梁县检察院诉浙江海蓝公司案中，被告于 2018 年倾倒污染物造

成环境损害，法院认为“涉案倾倒废液行为所致的环境污染并未得到修复，损害后果仍在持续”，同

时引用司法解释 12 关于“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溯及力的除外情形，认定本案适用惩罚性赔偿 13。上述

二案例污染时间接近，但法院将前者污然行为时间认定为时间点，后者则认定为延续性的时间段，同

时后一案中法院考虑到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赋予惩罚性赔偿溯及既往的效力，最终形成了二案件裁

判结果的不同。 
而司法实践中这一倾向并非个例，在朱光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中，涉案土地由于重金属污染已

处于半灭失状态，法院讨论了原告“是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对已经造成损害后果的环境侵权行为提出惩罚

性赔偿请求”，而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不具有溯及力而不应适用于本案。14 不难看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

环境污染的行为时间多被认定为时间点，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缺乏溯及力从而排除其适用；而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中则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认定环境污染行为时效时进行了有利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处

理。然而惩罚性赔偿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时，意为对于侵权行为进行更为严格的惩罚、对被侵权人给予弥

补，本质上并无更加倾向于弥补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之偏向。 
除了溯及力认定的差异，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侵权诉讼中的适用差异亦体现在因

果关系及严重后果认定等方面。8 例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有 2 例因无法证明因果关系，法院未支持惩罚

性赔偿的诉求。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了环境损害，因果关系明晰；而在侵权

诉讼中，损害行为通过环境介质造成被侵权人的利益损害，被侵权人的损害是环境损害行为的间接结果，

因果关系较难证明，也正因如此环境侵权案件适用因果关系倒置规则。惩罚性赔偿作为一项严厉的责任

承担措施，适用较为严格的因果关系证明方式无可厚非，但应考虑到因果关系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

境侵权诉讼中天然地具有证明难度方面的差异。此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受害人和损害结果具有不特

定性，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可能性，而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即为特定的原告人，损害结果已经处于确定

状态，这种特定性和可能性的差异也使得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成功适用的可能较大。 
而即使在因果关系已证明的情况下，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环境侵权诉讼也比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严苛得多。在张某一、盛世广告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已认定被告环境侵权行为造成原告

全血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但同时认为本案“不属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

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11参见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 11 民终 357 号。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

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

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 
13参见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2020)赣 0222 民初 796 号。 
14参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 18 民终 31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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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因而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15。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

偿的解释》已规定“造成严重后果”包括“造成他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重大财产损失”16，但环境侵

权诉讼中赔偿以弥补损失为限似乎已成为一种思维惯性，在环境侵权行为真正造成被侵权人人身、财产

重大损失时，环境侵权诉讼中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却过分审慎以至全盘否定了。另外，在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中认定损害结果时，往往将可能的损害全部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与环境侵权诉讼中往往仅考虑已

经造成的危害结果这一做法具有本质性的差异。进一步来说，司法实践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往往牵扯更

复杂更广泛的利益，其涉及赔偿金额远远高于环境侵权诉讼。为司法结果的公平性，应在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中更为审慎地适用惩罚性赔偿。 
此外，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有重复惩罚的倾向。在 15 例相关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有 10 例在处弥补损失及惩罚性赔偿后，又并处罚金。17鉴于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

偿与罚金的相似性，这 10 例判决无益是重复进行了性质相同的金钱处罚。在其余 5 例案例中，金钱处罚

仅判决了民事上的赔偿损失、生态修复、惩罚性赔偿等，并未科以罚金。但这 5 例涉及非法狩猎罪、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刑法规定中均为可以处以而非必须处以罚金的罪名。18 可以看出，即使可能同时判

决罚金与惩罚性赔偿，法院往往会支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主张，只有

涉及在刑法规定中可以判罚金的罪名时，法院或许会在综合考量罪刑适应、犯罪人的承受能力与判决结

果的可接受性的基础上，仅判决民事赔偿、惩罚性赔偿而不判罚金。可以看出在法律并未具体规定时，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胜诉率过高，以至有重复惩罚之倾向。 

4.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制 

4.1.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判断 

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应当转变传统的损失弥补思维，在审慎原则上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

应当发挥惩罚性赔偿“惩罚性”的特点，增加侵权人违法成本，真正惩罚和预防环境侵权行为；同时发

挥惩罚性赔偿的“弥补性”，不仅弥补被侵权人可被认定的实际损失，更应弥补其预期损失，或进行一

定资金激励，以激发私主体维护利益的积极性。职业打假的现象是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弊端之体现，

而在环境惩罚性赔偿中却不必过分担忧这一点。环境侵权由于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间以环境介质相隔，

因果关系证明始终是难点所在。由于环境惩罚性赔偿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于被侵权人一方，而被侵

权人因取证难、证明难等问题并不能轻易胜诉，能被真正证明的侵权纠纷往往是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间

具有直接明确的因果关系，最终结果是证明被侵权人的利益真正被侵权人所侵犯，如侵权行为造成了严

重后果，则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具有正当性。因此在环境侵权诉讼司法实践中，不应全盘否定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如适用惩罚性赔偿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则应适用。 
在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上，可以采取先修复和赔偿，惩罚性赔偿作为行政、刑事处罚的补充这

一方式处理制度衔接问题。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进行进一步规制。应更加审慎地

适用惩罚性赔偿，适用罚金、罚款能达到目的的则不必要适用惩罚性赔偿。由于环境公益诉讼往往由行

 

 

15参见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2021)湘 1202 民初 530 号。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他

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重大财产损失，生态环境严重损害或者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17在此 15 例外，有 2 例法院未支持适用惩罚性赔偿(见(2021)川 0411 刑初 151 号、(2021)陕 0824 刑初 321 号)。但此 2 例或因公诉

人提供证据不足而不支持惩罚性赔偿，或将惩罚性赔偿排除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但显然，惩罚性赔偿属于民法制度，法

院对于排除惩罚性赔偿的主张这一部分说理并不充分。因此此 2 案例本文正文不进行讨论。 
18《刑法》第 340 条：“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刑法》第 341 条：“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

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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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作为前置，将惩罚性赔偿作为行政处罚的补充更为合适。实践中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的情况屡

见不鲜，其直接原因就是行政处罚较轻。因此，在行政处罚不足时再利用惩罚性赔偿作为补充是更为合

理的做法[14]。如果行政或刑事处罚已足以达到弥补损失和惩罚的目的，则不必要再适用惩罚性赔偿。 

4.2. 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方式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目前司法解释仅对于环境侵权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做出了规定，要求“一

般不超过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的二倍”，然而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却

没有规定，仅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

害造成的损失数额”作为基数，这就给予了司法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浮梁县检察院诉浙江海蓝公

司案中，法院“为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保护公共环境”对于被告判决按照环境功能损失费

用的三倍承担惩罚性赔偿；在重庆市检察院诉吴成刚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中，法院采纳专家建议以造

成损失数额的 0.6 倍计算惩罚性赔偿 19；衢州市检察院诉常山志昊纺织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中，调

解被告承担的惩罚性赔偿为损害赔偿费用的 0.17 倍 20；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院多以一倍的倍数

建议惩罚性赔偿，而法院均采纳 21。在环境损害赔偿的高基数情况下，0.17 倍与三倍之间的差距可以导

致天差地别的赔偿数额。因此，应当对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进行规定。在规定时，应当考虑不同环境要素

的特点进行分别规定，同时规定倍数和金额的上下限[15]。对于资金去向、管理应当一并作出符合环境治

理目的的规定，如由公共管理部门进行与本案相关的后续环境治理与维护。 
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难以确定直接的损失，而惩罚性赔偿的重要目的又是弥补生态损失和修复

生态环境，因此可采取多种合目的性的方式进行惩罚性赔偿。由于环境侵权诉讼涉及具体人身、财产损

失赔偿金额，适用赔偿金是最为直接和高效的弥补、惩罚方式。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弥补和修复

生态并不必然需要使用赔偿金的方式。淄博某汽车制造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法院根据法律

规定的修复责任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创新性提出以提供新能源电动车用于环卫公益事业这种替代性的赔

偿方式；合肥市检察院诉某矿山公司破坏生态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法检召开听证会一致同意惩罚性赔偿

责任可以认购碳汇方式替代履行；青岛市检察院诉某艺术鉴赏中心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部分惩

罚性赔偿以被告提供生态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承担。以上案例为探索损害性赔偿的承担方式、实现制度

根本目的进行了宝贵尝试。在未来的实践中，可以将有利于保护环境的认购、劳务等多样化惩罚性赔偿

承担方式，以及调解、诉前协商等程序性措施积极应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不拘泥于财产处罚，以

能动的司法探索带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优化。 

5. 结语 

作为环境领域一项兼具公法私法特色的创新制度，惩罚性赔偿本应发挥其制裁与弥补的双重效果，

以保护兼具私益与公益性质的环境利益。这一制度虽已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逐步完善和具体化，但从司

法实践来看，其在保护的利益和制度适用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倾向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惩罚性赔偿

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与其他公法制裁措施并用存在重复惩罚之嫌；而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惩罚性赔

偿作为关键的惩罚和补偿措施却鲜被适用。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坚持审慎原则严格依法适用，但不

应完全排除适用而在事实上架空此项制度。在实施细则尚不完善之时，创新性制度要发挥最大效用，应

当转变传统思维、创新实施方式、进行能动探索，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宝贵经验，加快推动建设生态

 

 

19参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 05 民初 39 号。 
20参见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 08 民初 232 号。 
21在此 15 例外，有 2 例法院未支持适用惩罚性赔偿(见(2021)川 0411 刑初 151 号、(2021)陕 0824 刑初 321 号)。但此 2 例或因公诉

人提供证据不足而不支持惩罚性赔偿，或将惩罚性赔偿排除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但显然，惩罚性赔偿属于民法制度，法

院对于排除惩罚性赔偿的主张这一部分说理并不充分。因此此 2 案例本文正文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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